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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期末報告 

情境下的資訊蒐集：新聞記者如何找資料？ 

壹、前言 

 「蒐集資料」（information-seeking）是現代人常見的一種社會活動，然而又因每日實踐，

資料蒐集行為往往隱藏在每日淡泊的生活之中，就如同「魚在水中、不知水之存焉」，人們對於這

種藉以安身立命的能力，卻往往習而不查，即便知其然，也未必知其所以然。從這個角度觀察，「人

們如何蒐集資料？」誠為當代社會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。 

新聞記者工作主軸之一，在於記者受媒體機構委託、蒐集社會公眾所需知曉的訊息，並轉換成

為報導內容。這項工作的重要性，除了媒體無遠弗屆的傳佈影響力之外，記者蒐集活動頻率、工作

強度和任務的困難度，相對於日常生活的訊息蒐集活動，更能考驗一個資訊蒐集者的能力極限，因

此提供豐富和多元的研究田野，這也就是本研究選擇記者做為探索對象的主要原因。 

 本研究以「情境下的資訊蒐集：新聞記者如何蒐集資料？」為主題，「情境」（contexts）做為

研究的關鍵字，實出自於兩重考量：一方面，當代學術思潮逐漸認為，社會活動可視為行動者與情

境互動的過程，社會情境既對行動者設下各種限制條件、也提供若干機緣；記者蒐集資訊的能力和

知識，實際上就蘊藏在回應和挑戰與時俱變的各種情境。因此，當我們在捕捉記者的知識能力之時，

便不能不正視與其脈絡相連的各種情境因素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則認為，新聞媒體做為當代社會機構

之一，其特質具體展現在各種相對應的活動和情境之中，因此我們在考掘記者資訊蒐集活動過程

中，也讓我們更深入瞭解當代社會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的本質。以下，我們擬先探索「新聞資訊蒐

集」概念的各種面向，接著再聚焦於記者資訊蒐集過程中的主題。 

貳、記者資料蒐集活動 

新聞資訊蒐集活動不僅含有高度知識成分、而且具有相當學術探索價值，原因在於：記者資訊

蒐集是一種經過設計的社會活動，這類活動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歷程，涉及資源的運用與管理，同

時也形構人類能力的積累。  

首先，新聞資訊蒐集是一種活動，是一種「經過設計的社會活動」（designed activity）。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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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媒體機構（與社會公眾）託付、為完成報導而進行特定的社會活動，經由活動企畫與執行，因

而得以完成報導任務。一方面，記者所從事的蒐集資訊活動與媒體機構密切相關，因此工作中所設

定的目標和策略，至少必須相容於媒體組織揭示的理念目標（例如，「公正報導」）。另一方面，媒

體機構通常必須仰仗報導維持聲譽，資料蒐集要求品質，但是卻又面臨資料定期更新（截稿時間）、

以及同業競爭的壓力，形成多股力量之間交互影響。再一方面，但由於社會環境複雜，情境往往因

時空條件而轉變，形成資訊採集活動中的不確定因素，記者活動又必須針對工作中面臨的變局，隨

時校正策略、調整活動的方向。因此，記者所從事的資訊蒐集活動，不僅充滿機構目標考量，其行

動策略也往往與時俱變。 

其次，新聞資訊蒐集也是一種歷程（process）。資訊蒐集活動的過程需要投注若干時間。一

方面，新聞資訊蒐集活動可以視為記者發現和解決問題的歷程，記者透過想像而付諸行動找資料。

從這些資訊蒐集活動過程當中，通常可歸納出若干可資辨識的階段，包括啟動、聚焦、調整、組合

和停止行動。但是，記者資訊蒐集並非依循一個固定的、線性的流程，而是一個遞迴的、辯證式的

流程。也就是說，記者通常會依據想像、形成假設而付諸行動，在有限的時間預算之下執行檢索，

有時也會回頭檢視自己走過的軌跡、發現錯誤、校正策略，最後當確認資料飽和時，便停止檢索，

結束資訊蒐集活動。新聞資訊蒐集活動有部份為心智歷程，部分則是表於外、可以觀察的行動過程，

但這些歷程背後所運用的知識，當事人往往也難以言傳。 

第三，新聞資訊蒐集涉及資源的運用與管理。資訊蒐集並非純然人類內在心智運作現象，而是

人與社會互動的過程。記者難以單靠一己之力完成，並需運用周遭資源。記者進行新聞資訊蒐集活

動時的相關資源，包括物質和社會資源。記者蒐集新聞資訊必須運用各種工具，包括紙筆、電腦、

手機到網際網路，都是記者物質資源，另一方面，記者也仰賴人脈和連帶等鑲嵌在社會結構中的資

源，以完成報導任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資源多寡未必是成功的保證，資源之間適當的組合與搭配才

是重點；另外，資源會逐漸形成積累，無論是多種資料庫形成的綜效（例如交叉檢索的可能性），

或者是因交換而產生的人脈（即社會資本）積累，均是本文所指的資源積累。積累一旦形成，必須

常保有效駕馭，因此也必須定期維護或修補，因此也涉及資源管理策略和議題。 

最後，新聞資訊蒐集形成工作能力的積累。新聞組織透過組織分工和路線劃分以防止訊息缺

漏，因而記者通常會在特定領域進行資訊蒐集活動，這些訊息未必直接相關於特定事件，但彼此可

以互為參考補充，因而累積內容相關的知識；另一方面，也由於記者必須經常運用策略、解決類似

問題，因此也會累積程序相關的知識。由於長期處理這些知識，可能使得記者在資訊蒐集資訊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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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能力展現高下之別。專家記者的蒐集資訊能力，不單單表現在記者如何有效獲取資訊、確保事

實正確，也表現在記者如何組合各種物質與社會資源，以及平衡目標與限制條件的行動之中。 

參、情境與機緣 

 如上所述，新聞資料蒐集活動可以視為「記者在社會情境下、針對報導目標所進行的訊息採集

與資源管理的相關活動」。在這個定義範疇之下，研究中的重點在於記者如何因應情境、掌握資源、

採取必要的策略。因此我們認為單單把記者、情境與資源視為變數而個別加以觀察並不足夠；我們

觀察的重點，在於這個活動系統角色之間的相互關係。其中情境資源的運用和掌握，尤其值得深入

探討。 

也就是說，社會情境雖然提供各種機會或限制條件，但對於記者來說，助力之所以為助力，或

者限制之所以為限制，其原因既非本於物質或社會資源（例如資訊科技或關係網絡）個別的屬性，

也非本於人類主觀意志，而是由主、客觀條件共同促成。也就是說，每一種資源或多或少都蘊藏助

力和限制，但是記者之所以會看見資源的助力和限制，是因為記者本身和情境之間有若干對應的關

係。以電腦輔助採訪報導中的網絡檢索工作而言，記者能夠成功使用網路上的搜索引擎檢索若干網

路資料，可能是因為記者本身具備電腦操作能力，加上有人在網路上置放資料，以及搜索引擎已經

事先爬梳過相關網站，才可能促成記者檢索活動奏效，倘若上述這些對應關係不存在，即便記者本

身具備再高超的電腦操作能力，恐怕也是徒然。表面上看，這種說法似在為記者檢索資料失敗卸責，

但進一步看，正由於情境因素彼此連結隱而不顯，所以記者是否能夠慧眼識機緣、是否能夠連結機

緣、甚至在行動中窮盡每一機緣所提供的助力，往往正是新聞資訊蒐集任務成敗的關鍵。由此看來，

新聞資訊蒐集過程中情境與機緣的辨識、連結和運用，不僅必須使用心智能力、也需要透過一定訓

練、有時甚至帶有高度即興創作的成分。 

本研究資料來自記者的深度訪談，受訪者針對若干關鍵個案，透過口述提供第一人稱的說明、

訪談取得的素材經過進一步整理和詮釋之後，歸納出一些類目。以下是初步發現： 

肆、研究發現 

首先，記者資訊蒐集往往盤根錯節、錯綜複雜。諸多外力交互影響的結果，可能使生態產生變

化。技術和社會情境不對稱發展，使得資訊蒐集的條件大幅轉變。例如，通訊技術發達使得記者隨

時隨地可以聯絡所有的消息來源；但也因為技術發達下的社會失序，詐騙集團橫行和成員信任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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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，以及隱私權焦慮提高，讓取得信任的社會成本相對增加，也因此附著在科技上的資訊蒐集策略

反而逐漸失效。記者面對技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助力與限制條件的消長，必須開創新的策略。 

其次，記者資訊蒐集有如棋手對奕，始於佈局，佈局有層次之別，組織和個人佈局目的手段不

同。媒體組織佈局，著眼於戰略層次。由於某些新聞領域非常依賴記者和消息來源關係，因此組織

往往派遣專人長期和消息來源經營關係、建立信任程度，記者在組織內位置、甚至隨消息來源而異

動，這種情況下，記者本身只是組織的棋子。另一方面，組織佈局也反映目標分工。例如，外國駐

台媒體雇用在地的新聞佐理人獲取人脈訊息，但特派員仍掌握聯繫和維護消息來源的機制；小報透

過自由投稿攝影人員（狗仔隊）取得八卦人物照片。相對而言，個人的佈局，則比較是以記者個人

為主體的戰術佈局；記者觀察資訊流通的有利位置，透過中介的個人、社群或物質管道，以方便取

用資訊。 

第三、個別情境下、新聞資訊蒐集的目標存在差異。組織和社會情境型構記者的活動系統，不

同情境下工作的記者，資訊蒐集的目標和手段策略迥異。例如，社會新聞較傾向報導過程，而司法

新聞則較重視結果和影響，因此兩條不同路線的記者為報導同一事件而蒐集的資料，詢問和關注的

重點便大不相同。 

第四、多重目標之下的取捨。記者蒐集資訊的目的，通常不只完成單一目標，記者除了謀取報

導素材之外，尋求反證、避訟保命、或經營長期關係，都是潛在的目標。記者通常也不會只滿足一

個目標、而排除其它所有目標。最可能的情況是經過權輕衡重，而選擇重要或可行的目標，並儘可

能維持平衡。例如，記者蒐集某民意代表多件貪瀆案內容，但只報導其中內容少數幾件，資料並未

全數付諸報導。旨在向當事人顯示人情、並反制恐嚇。簡言之，記者當下在數量和安全之間妥協，

以取得自己日後能夠繼續執行任務的保證。 

第五、各種資源的組合與混搭。記者在面對不同的任務，觀察各種資源的屬性，認知這些資源

可以提供的助力或限制，進而組合資源的使用方式。物質資源之間固然可以組合，例如，記者組合

部落格、即時通訊軟體，以及網路電話三種科技，得以查詢跨國消息來源。物質與社會資源之間亦

可組合，透過特定科技聯繫特定消息來源，例如，記者聯絡青少年或上班族時，組合的即時通訊軟

體或手機等科技，而在面對銀髮族或家庭主婦時，則選擇面對面、電話或傳真的聯繫方式。 

最後，則是資料蒐集的飽和度（satuartion）與停損點。專家知識表徵之一，在於在如何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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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出工作的時機。新聞資訊蒐集的兩個臨界點，分別是飽和度和停損點。飽和度是指資訊蒐集足夠

而停止特定新聞資訊蒐集工作，而停損點則是因為評估風險或效率因素，而必須放棄手頭工作。如

前所述，資訊蒐集活動既是情境下的活動，有時並且存在若干風險，因此針對目標而必須有所取捨，

記者必須衡量是否繼續或停止工作流程。 

伍、結論 

 本研究以「情境下的資訊蒐集：新聞記者如何蒐集資料？」為主題，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，相

關研究內容分別擇要說明，概如上述。記者的資訊蒐集活動大致上集中在人脈與與工具的互動之

上，記者的能力則表現在組合資源和行動策略取捨之上。 

總體而言，新聞資訊蒐集是高度與人互動的工作態樣，即便許多資料可取自紙面文件或電腦網

路，終究需要新聞事件相關人的證實或解讀，因此記者有很大一部份資訊蒐集工作，仍舊必須接觸

「人」的消息來源。然而，在本研究進行告一段落之際，我們發現記者與人的互動，充滿神秘，包

括如何透過與消息來源的交換而擷取訊息？如何使用社會網絡提供有效的資料蒐集？如何積累、運

用和維護人脈（社會資本）？似乎過去研究甚少提及，或許是本研究結束之後、可以持續發展的研

究議題。 

本研究完成之後，一部份產出做為新聞系大學部與研究所「編採實務」與「訊息蒐集與查證」

課程的教材內容：另一部份的產出，特別是本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若干案例，則將編纂為個案，做

為未來提供產學合作（例如在職訓練或專業諮詢）的論述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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